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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第三国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乃至国际秩

序转型的关键因素，哪些因素促使第三国倾向于同中国或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因而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第三国在选边过程中，除采用权力、相互依赖和威胁感知

等相同标准比较中美并选择更“有利可图”的一方，还会考虑中美两国作为“先入者”

和“后入者”同本国的经济连接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换言之，第三国对中美经

济的情感和期待存在明显差异，这将影响它们的选边倾向。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

中美经济竞争看作第三国市场中“先入者—后入者”之间的争夺，第三国的选择偏好

同它们对美国的忠诚感和对中国的获益感直接相关。这两个因素在中美经济权力对

比发生变化背景下会强化第三国的态度转变，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对美国有忠

诚感的第三国比没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更可能放弃美国，对中国有获益感的第三国比没

有获益感的第三国会更积极选择中国。对１６个国家１８４４３名受访者的数据进行的定

量检验显著支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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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既有研究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第三国在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选边（结盟）

将破坏权力平衡，成为引发冲突的关键因素。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战略

博弈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有限全球化”时代来临，中美面临全面“脱钩”甚

至“准冷战”的风险。② 在此背景下，第三国选择中国还是美国作为首要的经济联系伙

伴不仅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甚至可能改变中美关系走向。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决

定了它们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边倾向？

关于第三国对中美采取选边还是对冲的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国际安全理论的分

析框架，强调单元国家间的相对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影响，相关理论未能触及中美

的经济活动———如贸易和投资———对第三国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心理作用，

因而无法解释它们在经济层面的一些选边倾向。例如，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同为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盟友，为什么前者追随美国不使用华为第五代移动通信

（５Ｇ）技术而后者却选择使用该技术。③ 此外，既有研究主要采用政府层面的案例

分析方法，这虽然能够指出国家和体系层面影响选边的因素，但缺乏定量分析使得

其难以对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和对象做出精确探讨。例如，中美经济权力变化对

哪些群体的影响最明显？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其他变量如政治意识形态对经济

选边倾向究竟有没有影响？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引入经济学中“先入者—后

入者”市场竞争模型分析当前的中美经济竞争及其对第三国的影响；然后从消费者

偏好的理论视角分析第三国公众如何基于中美对该国的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确

定自己在中美之间选边倾向；接着探讨在中美经济权力对比发生变化背景下，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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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会加速或者延缓第三国公众改变中美选边倾向，并通过大规模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

二　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于美国而言，中国对美国的“权

力挑战”特别是对美国所主导的区域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

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然而，当前的中美经

济竞争却是两国未来包括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以及制度等维度全面竞

争的基础。①

（一）中美经济竞争与第三国民众的选边倾向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从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与美

国在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发生直接竞争，双方在国际产业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的竞

争趋势不可避免。② 这首先体现在中美两国拥有的以营收规模和盈利能力为指标的

世界级企业数量变化上。以《财富》杂志每年发布的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为例，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中国上榜企业数量持续迅速增长，同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从２０００年落后美

国１６９家到２０２０年反超美国３家。③

这种趋势同样体现在两国的对外经济联系特别是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商品和

服务贸易总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５４０６亿美元增至２０２０年的５３０８６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

（如图１）。在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方面，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的ＦＤＩ流量从９亿美元增

长到１９６１亿美元，已与美国非常接近；２０１６年后，尽管两国 ＦＤＩ流量都出现反复，到

２０１９年中国减少为１１７１亿美元，但仍与同年度的美国非常接近（１２４９亿美元）。以

贸易和投资数据为基础的地理计算模型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在大部分非洲和东南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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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国与当地贸易和投资联系的紧密程度已经超过美国；①在原苏联国家和中东欧

国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快速上升；在拉丁美洲、西欧和东亚，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迅速

赶超美国。②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整理，参见 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ｗｄ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ｓＣＳ＿ＣｈｏｓｅｎＬａｎｇ＝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９日。

注：贸易总额为商品进口额、商品出口额、服务进口额和服务出口额相加计算得出。需要指

出，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９０６亿美元这一异常情况同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改革导
致的跨国公司的连锁反应存在密切关系。

随着中美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利用自身的经

济实力以及国际经济治理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优势，不仅主动挑起对华经贸摩擦，还拉

拢第三国在高科技领域遏制中国。美国一方面邀请（或胁迫）盟国加入“五眼联盟”等

反华联合阵线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第三国态度破坏现存以多边贸

易为主的自由贸易体系规则，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价值链和经济治理体系，在国

际经济秩序变革中进一步排斥中国的经济影响。③ 在此背景下，第三国在中美之间如

何选边不仅影响两国自身经济发展，还可能左右两国经济竞争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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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的选边倾向包括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其中民众的态度具有基础性意义：

第一，民众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态度会通过影响第三国政府的国内合法性左右该国

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边行为，①即便这种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第二，尽管第三国

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可能存在差异，但影响它们在中美之间选边

的基本因素如权力和利益认知以及这些因素的心理作用机制却是类似的。因此，本文

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描述民众的选边倾向，而是探索影响这种倾向产生的心理

机制。

为找出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第三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边倾向，本文利用

２０１９年皮尤国际（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调查１６个国家共１８４４３名受访者有关“本国应该与中

国还是美国保持更紧密经济关系”的数据，②获得两点初步发现：第一，大部分受访者

认可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并能够在中美间做出明确选择，且部分国家的受访者

出现“两极化”倾向。如表１所示，认为“中美都不重要／拒绝回答”的比例除印度尼西亚

外的其他国家都不超过２０％，即大多数人都认为中美非常重要。除黎巴嫩、以色列、突尼

斯和尼日利亚四国中存在较高比例（超过２０％）的受访者希望与两国保持同等重要的经

济关系，其他国家大部分公众在中美之间做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此外，除日本、韩国、

菲律宾和印度四国民众总体上存在明显的美国偏好，其他国家民众选择中国或者美国的

比例差异不大，甚至出现“两极化”倾向，即支持中国或者美国的比例非常接近。

第二，多数既有研究认为民众会选边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更高的国家，本文通过结

合皮尤国际调查数据及这些国家与中美的贸易和投资依存度的数据分析，发现第三国

民众对中美的选边倾向于同该国和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之间不存在明确相关性。由

表１可知，几乎所有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都高于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民众都

更倾向于选择中国。在与中国贸易依存度最高的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三国，有高达

６５％以上的民众选择与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在投资关系方面，尽管印尼、韩

国、南非、肯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国与中国的投资依存度明显高于美国，然而这些国家的

民众却倾向于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在宏观经济联系

之外仍然存在其他因素影响选边倾向。那么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在中美经济竞争

的背景下，哪些因素会加速或者延缓第三国选择中国而放弃美国？下文将针对这些问

题建立相关理论模型和假设，并通过定量分析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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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国内合法性在第三方国家选边中的重要作用，参见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

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５７—５８页。
后文数据与方法部分将对该调查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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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受访１６国与中美的贸易和投资依存度以及各国民众

　　对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的态度（单位：％）

国别

与美国经济关系 与中国经济关系 对中美的选边倾向

与美国

贸易

依存度

与美国

投资

依存度

与中国

贸易

依存度

与中国

投资

依存度

中国

更加重要

美国

更加重要

中美两国

同等重要

都不重要／
拒绝回答

阿根廷 ７．３ ６．１ ８．４ ３．６ ４０ ３８ ７ １６

巴西 １０．１ ２．８ １７．６ ０．７ ２９ ４９ ７ １５

墨西哥 ５７．１ １６．８ ５．５ ０．７ ３７ ５０ ６ ７

印度 ６．８ ７．４ ７．６ ０．６ ７ ６２ １１ ２０

印尼 ６．０ －６．８ １５．５ １６．０ ３４ ３６ ３ ２６

韩国 ９．３ ５．０ ２１．４ ６．７ ２３ ６６ ９ ２

日本 １５．６ ３２．２ ２２．４ ３．８ ２４ ７０ ２ ３

菲律宾 ７．３ ５．４ ２１．４ ０．６ ２７ ６５ ３ ５

黎巴嫩 ３．４ ０．６ ５．１ ０．０ ３９ ２５ ２３ １３

以色列 １３．４ ４．６ ６．９ ４．８ ８ ５５ ３５ ２

突尼斯 ２．８ ０．２ ４．２ ０．６ １４ ９ ６６ １０

土耳其 ３．９ ３．６ ４．０ １．０ ３０ ４２ ８ ２０

南非 ５．２ ７．５ １７．８ １８．２ ３９ ４２ ８ １０

肯尼亚 ３．５ ０．５ １８．６ １３．０ ３８ ５２ ６ ４

尼日利亚 ３．８ １４．１ ７．９ ３．３ ４０ ２４ ２８ ７

澳大利亚 ５．５ ２．３ ２３．０ ６．７ ４０ ４３ ９ 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商务部经济
分析局相关数据整理。参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ｉｍｆ．ｏｒｇ／？ｓｋ＝４ｃ５１４ｄ４８－
ｂ６ｂａ－４９ｅｄ－８ａｂ９－５２ｂ０ｃ１ａ０１７９ｂ＆ｓＩｄ＝１４０９１５１２４０９７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０日；“ＵＮＣｏｍ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ａｔａ／，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０日；“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ａｓｐｘ？ｓＣＳ＿ＣｈｏｓｅｎＬａｎｇ＝ｅ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ｂｔ－ａｎｄ－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４日；“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ｅａ．
ｇｏｖ／ｄａｔａ／ｂｙ－ｐｌａｃｅ－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４日。

注：“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与中国／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国年度对外贸易总额之比，取四年（２０１９
年加上此前三年）数值的平均值；“投资依存度”指中国／美国对以上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占该国外
来投资总流量之比，同样取四年数值的平均值。印尼与美国的投资依存度出现负值是因为它同
美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流量在该四年内都是负的。由于中国对黎巴嫩直接投资流量数值缺失，此
处采用投资存量来计算。计算得到黎巴嫩对中国投资依存度为０．００４％，由于表格只取小数点后一
位，故记作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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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国对中美战略取向的既有研究

随着中美权力对比发生改变，第三国在安全领域对中美的战略取向成为一个重要

研究领域。尽管相关理论构建针对的行为主体是国家，但国家行为体归根结底由个体

的人组成，其决策依据和模式同经济领域中的个体存在重合之处，这种可比性构成了

本文的研究基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亚太国家政治精英对中美的选边倾向可

以分为追随、制衡和对冲三种不同方式，①影响其选边倾向形成的因素可分为单元层

面的行为动机和体系层面的结构因素两类。② 由于体系层面因素很难迁移到本文重

点关注的经济领域，故此处仅回顾单元（单个国家）层面的行为动机。

第三国的选择动机来自其对中美在权力、与本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和对本国的

安全威胁三方面的比较。首先，第三国对中美权力的判断是影响其安全战略取向的根

本原因，这种权力判断既包含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也包括第三国与中国／美国之间的

相对权力差距。③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第三国倾向于同两个大国中较弱的一方联合制

衡较强的一方以形成均势，④但这种情况往往出现于第三国与中美两国的相对权力差

距不大即多极格局状态。当第三国权力与中美两国差距较大时反而倾向于与最强大

·６３·

　第三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择偏好研究


①

②

③

④

有关对冲的概念，学术界目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将其界定为一组有别于“追随”和“制衡”的策略组

合，另一些学者认为对冲只是一种风险转移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推迟的“追随”。持前一种观点的文献参见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Ｕ．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５；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Ｋｕｉｋ，“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ｄｇｉｎｇ：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ａｎｄ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ａ
Ｒｉｓ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５９－１８５；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
冲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７４—１０２页；温尧：《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
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４—３４页；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２１—４９页。持后一种观点的文献参见 ＫｅｉＫｏｇａ，“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Ｈｅｄｇ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ｆ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０，Ｉｓｓｕｅ４，２０１８，ｐｐ．６３４－６３８；ＤａｒｒｅｎＪ．ＬｉｍａｎｄＺａｃｋＣｏｏｐｅｒ，“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Ｈｅｄｇ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Ａ
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６９６－７２７；王玉主：《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
关系的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２２—５０页。

例如，第三国所处的环境（国际体系）会对该国产生结构压力，从而改变其战略取向，包括选择追随中国／
美国或采取对冲策略。具体来说，当体系内大国处于竞争和冲突状态时，相对弱小的第三方国家将被迫选边站

队，追随能够提供较多安全的一方并制衡另一方。参见ＣｈｅｎｇＣｈｗｅｅＫｕｉｋ，“ＨｏｗＤｏＷｅａｋ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Ｈｅｄｇｅ？Ｕｎ
ｐａｃｋｉｎｇＡＳＥ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ｏｗａ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５，Ｎｏ．１００，
２０１６，ｐｐ．５００－５１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Ｋｏｒｏｌｅｖ，“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Ｒｏｏｍ ｆｏｒＨｅｄ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ｉ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
Ｓｍａｌｌｅｒ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２０１９，ｐｐ．４１９－４５２；连波：《追随战略的
“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００页。

王栋提出相对能力应该还包括“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并认为相对权力差距会影响第三方究竟使用以

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为代表的“硬对冲”还是以“接触”为代表的“软对冲”。参见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

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２１—４９页。
ＫｅｎｎｅｔｈＮ．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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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结盟以期获得更有力的安全支持，①或者对两个大国两面下注即采取对冲策

略。② 在本文的分析中，中美作为两大经济强国构成了经济领域的“两极”，因此，第三

国主要是比较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并选择追随强者或采取对冲策略。

其次，经济相互依赖也是影响第三国战略取向的一个根本性因素。当第三国在经

济领域特别是贸易和投资方面更加依赖中国或美国时，将倾向于追随这一方或者采取

对冲策略。③ 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放弃制衡中国、对中国采取对冲甚至追随中国的

动力在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超过美国时尤为明显。④

最后，第三国对中美两国的“威胁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战略取向。斯蒂

芬·沃特（ＳｔｅｐｈａｎＭ．Ｗａｌｔ）强调一国采取制衡还是追随策略，本质上是回应“潜在霸

权”所造成的威胁。⑤ 第三国既要考虑中美两国在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如领土争端）中

的威胁，也要评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威胁。研究发现，当亚太国家认为中国

“地缘安全威胁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联合美国制衡中国或对中国采取“硬对冲”，而

认为中国“地缘安全威胁程度”较低时，则更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灵活接触的“软对

冲”。⑥ 第三国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及价值观念是否一致也会影响其威胁认知，它

们通常倾向于追随与自身政治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⑦

既有研究总结了在安全领域影响第三国中美战略取向的主要动机，但将相关理论

直接迁移到以利益为主导的经济领域时则存在两方面问题。

第一，在以安全为主导的战略分析框架中，国家被简化为原子，因实力的大小被划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１９９９，
ｐｐ．５－４１；ＤａｖｉｄｅＦｉａｍｍｅｎｇｈｉ，“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５，Ｎｏ．４，２０１１，ｐｐ．１３６－１４３．

ＨａｎｎａＳａｍｉｒＫａｓｓａｂ，Ｗｅａｋ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
４７—７７页。

漆海霞：《选边站还是左右逢源？———论中国伙伴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载《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第４—３３页。

ＩａｎＴｓｕｎｇＹｅｎＣｈｅｎａｎｄＡｌａｎＨａｏＹａｎｇ，“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
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６，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２６５－２８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Ｗａｌｔ，“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９，
Ｎｏ．４，１９８５，ｐｐ．２０８－２４８．

ＩａｎＴｓｕｎｇＹｅｎＣｈｅｎａｎｄＡｌａｎＨａｏＹａｎｇ，“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
ＡＳ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ｐ．２６５－２８８；ＥｖｅｌｙｎＧｏｈ，“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Ｕ．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ｐ．２６．

ＢｒｏｃｋＦ．Ｔｅｓｓｍ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ｄｄｉｎｇＨｅｄｇ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ｅｎｕ，”Ｖｏｌ．２１，Ｎｏ．２，
２０１２，ｐｐ．１９５－１９６；连波：《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载《当代亚太》，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００页。



分为大国和小国，除个别大国以外的大部分第三方国家都被视作小国。大国对于小国

而言是同一类“令人恐惧”又“有利可图”的威胁者。因此，小国用权力、相互依赖和威

胁感知等相同标准比较并选择大国，不同大国在小国眼中只有上述标准下的程度差

异。在国际经济领域中这种简单的原子化模型不再适用，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具有权力

属性的大国，两国的各种经济产品或者服务也直接进入第三国民众的生活体验，且进

入的时间和方式并不一致，因而第三国民众对两国的情感和期待也存在差异。换言

之，第三国民众判断中国和美国的标准可能完全不同，这会对其选择同哪一方保持更

加紧密的经济关系构成根本性影响。

第二，既有研究往往假定第三国为完全理性的个体并具有“无记忆特性”，只对中

美两国当前的权力、相互依赖和威胁感知状况做出决策反应。换言之，既有研究框架

往往抽空了中美权力变化的过程，仅关注两国在某个时间横截面上的差异，没有从纵

向的时间角度理解第三国对于主导国和崛起国的历史记忆如何影响对它们的选边倾

向。例如，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会通过心理惯性的方式影响第三国态度。

崛起国的权力增长存在一个过程，第三国民众对于崛起国过去的落后印象也会影响它

们当前对崛起国的选择。换言之，第三方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存在强烈的历史记忆并

因此带有不同情绪，从而影响其选边倾向。

三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在建立理论模型前，需要厘清第三国（公众）如何判断中美的经济实力以及中美对

本国的经济影响，这两方面是其做出选择的基础。考虑到中美与第三国的经济联系主要

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第三国民众对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及影响的判断主要基于三方

面信息：一是来自中美两国的贸易商品或服务，二是本国商品出口至中美两国市场所带

来的效益，三是中美两国政府及企业对当地的投资所带来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利益。其中

第一个方面是多数人形成判断的基础。既有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功能性贸易产品特别是

技术类产品的评价形成了他们对产品原产国经济能力认知的基础。① 来自中国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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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有研究认为海外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原产国的国家认知存在两个面向：“能力水平”和“温情形

象”，其中对功能性产品的评价与国家能力水平显著相关，而对体验式服务如民航和旅游产品等的评价则与国家

温情形象关系密切。参见ＣａｔｈｙＹｉＣｈｅｎ，ＰｒａｇｙａＭａｔｈｕｒａｎｄＤｕｒａｉｒａｊＭａｈｅｓｗａｒａ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
ｌａｔｅｄＡ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１，Ｉｓｓｕｅ４，２０１４，ｐｐ．１０３３－１０４６；江红
艳、王海忠、钟科：《品牌丑闻对国家形象的溢出效应：原产国刻板印象内容的调节作用》，载《商业经济与管理》，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５５—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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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评价（包括科技含量、使用是否广泛、对改善自身的生活或者本国经济是否有

帮助等）是第三国民众评价中美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

来自中美的贸易产品种类繁多，相关判断如何形成？决策心理学研究认为个

体面对复杂现象常常使用“知觉启发式”策略，即根据事物一些代表性的特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进行判断。① 事实上，第三国民众对中美经济的判断

往往来自两国典型企业的品牌及产品，如美国的苹果手机、可口可乐饮料、谷歌搜

索应用或中国的华为手机等。有关“原产国刻板印象（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ｓｔｅｒｅｏ

ｔｙｐｅ）”的研究显示，民众对原产国典型产品的认知将会深刻地塑造其脑海中原产

国的经济形象，如日本的丰田汽车和瑞士的天梭表极大影响了各国民众对两国经

济能力的评价。② 需要指出，在产业分工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或美国的产品

是指中国或美国品牌的产品而非在中国或美国生产的产品。以苹果手机为例，

虽然该手机的部分零件以及最后的组装在中国完成，国际市场一般公认该产品

是美国品牌。同样，虽然谷歌（Ｇｏｏｇｌｅ）和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

有研发中心，但是一般认为它们所提供的互联网服务是美国产品，具有美国文化

的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第三国理解为国际市场，将美国和中国分别看作这个市场

的“先入者”和“后入者”。这种划分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就企业层面而言，所谓先入

者就是市场中第一个提供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企业，后入者就是当市场已经变得稳定

且趋于成熟时才进入的企业。③ 其二，就国家层面而言，当我们把所有中国品牌的产

品模糊地看作一个贴着“中国标签”的国家品牌、所有美国产品看作一个带有“美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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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ｍｏｓＴｖｅｒｓｋｙ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ａｓ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８５，１９７４，ｐｐ．１１２４－１１３１．有关复杂事物决策的心理机制分析，还可参见 ＡｍｏｓＴｖｅｒｓｋｙ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
ｍａｎ，“Ｃｈｏｉ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ａｍ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Ｖｏｌ．３９，Ｎｏ．４，１９８４，ｐｐ．３４１－３５０。

王海忠、李骅熹：《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３期，第１９４—２０８页。对原产国刻板印象的研究还发现消费者头脑中的国家经济形象也会反过来影响其对
来自该国产品的态度，参见ＤｕｒａｉｒａｊＭａｈｅｓｗａｒ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ｓ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ｘｐｅｒｔ
ｉｓｅａｎ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１，Ｎｏ．２，１９９４，ｐｐ．３５４－
３６５；ＭｉｃｈｅｌＬａｒｏｃｈ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ｍ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９６－１１５；龚艳萍、吕慧：《国家固有印象对消费者
态度的影响———基于原产国效应的研究》，载《当代经济管理》，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３０—３３页。

市场进入者在营销学中可分为市场的先入者、早期追随者和后入者三类，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ａｎｄ
ＣｌａｅｓＦｏｒｎｅｌ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Ｐｉｏｎｅ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Ｇｏｏｄ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２，Ｎｏ．３，１９８５，ｐｐ．３０５－３１７；ＹｏｎｇｇｅＮｉｕ，ＣｈｅｎｇＬｕＷ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ｌｙＣ．Ｄｏｎｇ，“Ｆｉ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４２，Ｉｓｓｕｅ４，
２０１３，ｐｐ．５９５－６０７。



签”的国家品牌，两者都在第三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① 第三国民众也可以从整体

角度大致评价这两个国家品牌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在国家品牌层面，

美国国家品牌的先入者地位是指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输出了强大的经济影响。早在１９６０年，美国就是除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绝大多数国

家的最大贸易伙伴。② 作为后入者，中国对外进出口商品总额直到２００８年才达到世

界第三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影响虽然广泛但大大晚于美国。

上述第一层次的企业品牌是第二层次的国家品牌的基础，两者紧密相关。国际营

销学中的“某国制造”概念就是一国的所有产品或服务满足国际市场需求方面的总体

实力。当一国拥有的典型产品品牌的数量越多，“该国制造”的国家品牌水平也越高，

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国际溢价越高，即国家品牌形象决定该国经济的“含金量”和影

响力。③ 既有研究同时发现，一国的典型品牌企业如果出现质量事故或者道德丑闻，不

仅会影响该国相关制造产业的形象，还将冲击该国国家形象。④ 换言之，第三国对一国

典型品牌产品的认知和评价会影响对该国经济能力和影响的判断。

以上述美国和中国的“先入者—后入者”竞争关系为基础，本文引入忠诚感和获

益感两个变量来研究影响第三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学中，这两个因

素是影响先入者和后入者企业市场份额的基础性变量。下文将详细阐述这两个因素

并提出假设。

（一）对于先入者美国的忠诚感

“品牌忠诚（ｂｒａｎｄｌｏｙａｌｔｙ）”来自市场营销学，是指消费者重复购买自己使用过且

满意的某一品牌的心理倾向。⑤ 就国家品牌而言，第三国民众对于具有经济影响力

·０４·

　第三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择偏好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就单个产品或服务而言，中美并不总是在同一个赛道内竞争，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小型电子设备、家具家

电和服装玩具等轻工业商品为主，美国则以电子芯片、生物医药和汽车等科技产品（服务）为主。但两国在不少

行业存在明显竞争，而且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科技产业发展，两国将在更多的行业产生激烈竞争。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Ｍｏｙｅｒ，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ａＵ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４．
总部位于英国的未来品牌咨询公司（ＦｕｔｕｒｅＢｒａｎｄ）每年都会推出“国家品牌指数”排名，将拥有最高品

牌资产的国家列为“品牌国家”。参见王海忠、李骅熹：《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品牌形象的国家战略》，载《中山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９４—２０８页。
Ｐｅｔｅｒ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Ｂ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ｍａｇｅ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ｒａｎ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２１－３８．
品牌忠诚感自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一直是市场营销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代表性研究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ｕｃｋｅ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ａｎｄＬｏｙａｌ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５，Ｎｏ．１，１９６４，ｐｐ．１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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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７６，ｐｐ．８９－８９；Ａｒｊｕｎ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ａｎｄＭｏｒｒｉｓＢ．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ＴｈｅＣｈａｉ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Ｂｒ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Ｂｒ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ｔｏＢｒ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ＢｒａｎｄＬｏｙａｌ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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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域外大国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也存在类似的忠诚感。对域外大国品牌的忠诚感

可以理解为“对该国有好感，对于本国与该国当前的经济关系满意（认为两国当前关

系良好），且希望该关系在未来持续”的心理倾向。这种忠诚感建立在对大国制造产

品品牌的信任以及对原产国积极印象的基础上，但不是简单的好感。它聚焦于经济

领域并含有支持两国紧密经济关系的行为倾向，类似于会继续购买某个品牌的稳定

预期。

既有研究发现就企业产品而言，先入者品牌比后入者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忠诚

感，这是因为产品接触上的先后顺序导致消费者产生了强烈的“先入者偏好”。这种

偏好来源于消费者对先入者品牌的产品质量及其企业的生产和研发能力的肯定或对

产品所传递的价值观如创新和自我表达等的认同，同时是一种“心理惯性”。理性的

消费者往往坚持使用尝试过且满意的先入者品牌产品，而不会冒险尝试后入者品牌产

品，因为这样既节约决策的时间成本又能减少风险。① 此外，心理学研究认为“先入者

品牌忠诚”也来源于个体处理新知识的学习机制。个体第一次接触某一类新信息如

新产品／新体验时，会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加工相关信息并形成稳固的记忆，形成对先

入者品牌的偏好。②

就中美两国产品而言，由于美国先入者的行业地位，大多数第三国民众（除了年

龄较小的青少年）首先接触的是来自美国的产品，其更容易建立对于美国品牌的忠诚

感；类似地，在赢得国家品牌的忠诚感方面，美国作为先入者具有明显优势。对于那些

长期和美国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日本、韩国的大多数民众以及印

度等发展中国家中的高收入阶层而言，其较早就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影响，且希望与美

国继续维持紧密经济关系，即对美国国家品牌产生忠诚感。这种忠诚感虽然基于对美

国的经济实力、总体影响及其所输出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观的肯定，但也是一种减少决

策风险的心理惯性，未必总是基于理性的利益分析。然而，这种忠诚感一旦确立，将影

响相关国家民众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判断与选择，由此获得以下假设。

假设１：第三国民众中对先入者美国有忠诚感的受访者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选择

美国。

（二）对于后入者中国的获益感

获益感是指消费者认为所购买的产品品牌能够提供新功能和使用价值，且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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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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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自身需求的一种感受。与忠诚感不同，这种获益感不具有情绪或者价值观的考虑，

是纯粹的利益满足。与产品层次的获益感类似，第三国民众对国家也存在获益感，即

他们对域外大国的总体经济输出如贸易和投资所能提供的新功能和新价值的一种肯

定。这种获益感与对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态度之间存在差别：前者是针对“新利益”

的获取，后者本质上是对失去现状的担忧，对于依赖较多的一方而言尤其如此。

尽管对先入者的忠诚感为先入者带来广泛的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入者无

法在竞争中立足。就产品层面而言，大量事实证明后入企业也可以在市场上实现反

超，其品牌能够获得市场认可的关键是通过精确策略定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满足

差异化市场群体的获益感。① 由于后入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要素缺乏，品牌、技术、经验

和组织能力落后的资源缺陷，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其需要捕捉先入企业遗留下来的市

场空隙，对自身的价格、质量和创新性进行差异化定位。例如，中国后入品牌企业瞄准

被美国先入品牌企业忽略的中低端产品市场，提供高性价比的新产品（即原有价格无

法提供的新功能和新价值），在价格大幅降低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创新改进，吸引中

低端市场的客户。②

在国家层面，第三国民众对后入者国家的获益感来源于他们对该国贸易和投资所

能提供的新价值的肯定，这也是他们是否选择后入者国家的一个重要考量。在经济权

力变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后入者对第三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存量”即现状上，更体现

在“增量”即新价值上。中国的发展能够为第三国提供主导国和其他先入者国家没有

或者无法提供的新利益，从而满足其民众的需求。具体而言，中国为第三国市场提供

具有差异化的贸易产品（包括家具家电、汽车、电子科技产品）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基础

设施项目投资（如高铁和港口建设等）。正是这些与先入者国家不同的具有“新价值”

的经济输出吸引了第三国民众，并促使其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正如兰德尔·施韦勒

（ＲａｎｄａｌｌＬ．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所强调的，小国对利益的期望是其追随大国的根本动因。③ 由

此本文获得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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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第三国民众中对后入者中国的获益感较高的受访者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选

择中国。

（三）忠诚感和获益感强化中美权力变化所导致的态度转变

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实力是决定第三方国家民众对中美选边的基础性因素，而中国

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的相对下降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那么中美

经济实力变化所导致的选择中国的偏好上升的趋势在哪些群体中更加显著？或者说哪

些因素会加强或减弱由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所导致的选择中国倾向？在做出相关分析前，

笔者首先依据上文有关中美权力比较与第三国选边倾向的既有研究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３：当第三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更强时，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选择

中国；当其认为美国经济实力比中国更强时，倾向于选择美国。

在第三国民众中，对美国的忠诚感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内部并非均匀分

布。一般来说，美国的盟国中对美国具有忠诚感的民众比例较高。根据皮尤国际

２０１９年的调查数据，①受访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中除俄罗斯、印尼和印度外，其他国家都

有超过６０％民众对美国具有忠诚感；受访的中东国家中只有约３０％—４０％对美国具有

忠诚感；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受访民众中有大约 ５０％对美国具有忠诚

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民众对美国的忠诚感是否会阻碍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所引

发的选择中国的倾向？

如前所述，第三国对美国的忠诚感未必总是基于理性的利益分析。在美国与第三

国的相对实力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选择美国其实是一种为规避风险而形成的心理惯

性。在忠诚感的作用下，第三国往往固守对“美国霸权”的认知，甚至有意忽视中国经

济实力的增长和正面影响。但随着经济权力变化，当第三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意识到

中国经济实力大幅上升甚至强于美国时，如果此时仍然选择美国，则容易产生“认知

失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即明明意识到中国更强却不选择中国（而是选择美国）

的矛盾。对普通个体而言，追随强者是简单普遍的逻辑。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个体出

现认知失调时，往往会触发剧烈的心理反应，产生明显的心理不适，存在强烈动机去迅

速改变原来的倾向以再次获得认知协调的状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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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数据与方法部分将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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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而言，对美国具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民众虽然会倾向于忽略中国经济实力迅

速增长的事实，但一旦当其发现中美经济实力相当甚至中国更强时（相当于原先的

“幻想”破灭，出现认知失调），他们的心理会经历激烈的反应，并迅速调整原来选择美

国的倾向，选择在两国间采取对冲甚至选择中国，即再次获得认知协调。换言之，权力

变化所导致的态度变化往往在此类人群中更为剧烈。事实上，这种由于认清所忠诚的

大国的实力衰落而导致民众态度迅速改变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牧野之战中，

商朝的民众和军队在意识到商周之间的力量反转后迅速临阵倒戈。又如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军队和民众认识到盟军的强大力量，集体信心崩塌并

迅速溃败。① 这种集体性的心理变化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帝国到后期

会出现迅速溃败，其分水岭往往出现在其最忠诚的支持者认清权力变化的事实并发生

倒戈，使其丧失最后的合法性，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相反，对美没有忠诚感

的第三国民众不会因为“惯性”的偏好而忽视中国或低估中国实力，不会经历“幻灭”

之后的认知失调。所以，中美实力变化对其选边倾向的作用反而相对比较平和，由此

获得以下调节效应假设。

假设４：对美国的忠诚感在中美经济实力变化影响第三国民众选边倾向的过程中

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第三国民众认为中国实力越强则越倾向于选择中国的心理

机制在对美国有忠诚感的民众中比在没有忠诚感的民众中更加显著。

对中国的获益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分布也呈现较大差异。皮尤国际的调查

数据显示受访的三个中东国家（以色列、黎巴嫩和突尼斯）和两个非洲国家（肯尼亚、

尼日利亚）以及两个中南美洲国家（墨西哥、巴西）的民众中，超过６０％认为来自中国

的投资有益，而该比例在另外几个国家如阿根廷、南非和土耳其则偏低，仅大概

３０％—４０％；在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则更低，不足３０％。同样地，对中国获益感高的

民众中，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所导致的对中国的选择偏好是否会加强？从上述有关中

国获益感的描述中可以推测，中国品牌作为后入者，主要占据中低端市场，那些肯定中

国价值的第三国民众可能是惯常使用来自中国的高性价比贸易产品的中低收入阶层，

或者是从中国的商业或政府投资中获益的群体。由于他们与中国存在实质上的“利

益捆绑”，倾向于欢迎并支持更多来自中国的经济输出。对他们而言，认为中国实力

愈强，就愈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因为中国愈强大，能够给予他们的利益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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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ｂｅｒｔＲｕｓｈ，“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ｒａｌ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
Ａｒｍｙ，Ｆａｌｌ１９４４，”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５，Ｎｏ．３，１９９９，ｐｐ．４７７－５０８；邓肯·安德森著，方文军等译：
《第三帝国的灭亡：从诺曼底登陆到柏林陷落》，中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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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而对中国获益感较低的个体，他们要么较少使用中国的产品，要么较少享受到

中国投资的利益，因而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淡漠。即便他们认为中国实力变强，并不会

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利益满足感，所以，中国实力上升对他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影响有

限。基于此，我们获得如下假设。

假设５：对中国的获益感在中美经济实力变化影响第三国民众选边倾向的过程中

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第三国民众认为中国实力越强，越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选

择中国的作用机制在获益感高的民众中比获益感低的民众中更加显著。

四　数据和方法

以下介绍验证上述假设的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的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皮尤国际 ２０１９年春季的全球态度调查。该调查通过分

层随机抽样方法以电话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调查访问 ３４个国家的 ３８４２６名民

众。本文仅使用调查中与中美经济竞争议题相关的部分数据，涉及 １６个国家的

１８４４３名受访者。这 １６个国家涵盖拉美、东亚、南亚、中东、非洲和大洋洲，既包

括中低收入国家，也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高收入国家，具有广泛

的代表性。①

每个国家的抽样和调查方式存在差异，此处主要以印度、以色列和南非为例说明

总体调查方法和抽样误差。在印度，该调查的抽样单位是根据区域和城市化程度分层

的村镇，有效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为２７６，在每个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１８岁以上的家

庭成员进行面对面访谈，最终获得２４７６份问卷，总体抽样误差是±２．８％。② 在以色列，

该调查的抽样单位是根据种族、地区、城市化程度和社会经济水平分层的统计区域

（ＳＡ），有效初级抽样单位的数量为１９８，在每个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１８岁以上的家庭

成员进行面对面访谈，最终获得９７４份问卷，总体抽样误差是±４．２％。在南非，该调查

的抽样单位是根据省份和城市化程度分层的人口普查小区域，有效初级抽样单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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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６个国家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尼、以色列、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菲律
宾、南非、韩国、突尼斯和土耳其。

由于调查的回应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在不同国家并不一致，且某些国家相对较低，因此调查数据存在选择
偏差的风险，即调查样本特征可能与总人口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为解决这个问题，该数据根据社会人口分布特

征（如性别、年龄和教育）采取了加权的方法调整数据，以尽可能与官方人口统计数据保持一致。本文采用的是

加权后的数据。



量为３００，在每个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１８岁以上的家庭成员进行面对面访谈，最终获

得１４８４份问卷，总体抽样误差是±３．５％。

（二）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下文将对各变量的测量问题、量表、编码操作和均值进行介绍。

１．因变量

“中美选边倾向”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测量问题是“您认为本国与以下哪个国家建

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更重要”，１＝“美国”，２＝“与中国和美国保持经济关系同等重要”，

３＝“中国”，４—９表示“不知道或者拒绝”等情况，在编码过程中被设为缺失值。实际

编码后最终得到的有效百分比“美国更重要”占５２．７％，“同等重要”占１５．８％，“中国

更重要”占３１．５％。

２．自变量

（１）中美经济实力比较

该变量的测量问题是“您认为以下哪个国家是当今世界最领先的经济强国”，１＝

美国，２＝中国，３＝日本，４＝欧盟国家，５—９表示“不知道”等五种情况。该变量通过对

原始回答数据进行重新编码，仅保留回答中国或者美国的样本，将回答中国最强的设

为“１”，回答美国最强的设为“０”，其他设为缺失值。这一筛选的目的是使受访者所提

供的信息集中在中美议题，因为那些选择日本或者欧盟国家的民众所提供的相关信息

可能对本研究造成混乱。经过筛选后的有效样本仍达到 １２９３７个，满足本研究的需

要。重新编码后，选择“１”（中国强于美国）的有效百分比为３６．９％，而选择“０”（美国

强于中国）的有效百分比是６３．１％。

（２）对中国的获益感

该变量的测量通过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加总而获得：①中国的投资对本国的是

否有利，即“您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在本国创造了就业机会，

还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是一件坏事，因为它让中国能够极大地影响本国内政”，１＝

坏事，２＝不清楚，３＝好事。②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是否有利，即“您认为中国经

济的增长对本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１＝坏事，２＝不清楚，３＝好事。该变量均

值为 ４．２１。

（３）对美国的忠诚度

该变量通过三个维度来衡量：①对美国的态度，即“您对美国有何看法”，１—５表

示从很不喜欢到很喜欢，变量均值为３．２４。②是否认可当前与美国的关系，即“您认

为本国与美国的关系如何”，１—５表示从很差到很好，变量均值为３．６１。③是否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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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待与美国关系的未来，即“您对本国与美国的关系总体上是乐观还是悲观”，１＝悲

观，２＝既不乐观也不悲观，３＝乐观，变量均值为２．２０。本文将第一题选择４和５（比较

喜欢和很喜欢两项）、第二题选择４和５（比较好和很好）、第三题选择３（乐观）的个案

编码为“１”（具有忠诚感），其余编码为“０”（不具有完全忠诚感），从而将受访者分为

两类。

３．微观控制变量：直接作用变量

模型中还控制以下可能对因变量产生直接作用的变量。

（１）中美经济影响大小比较。该变量通过将“中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大小”减去

“美国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大小”而获得：①中国对本国的经济影响大小，即“您认为中

国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有多大影响”，１—４表示从完全没有影响到有很大影响，变量均

值为２．９６。②美国对本国的经济影响大小，即“您认为美国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有多大

影响”，１—４表示从完全没有影响到有很大影响，变量均值为３．０８。

（２）中美影响力正面性比较。该变量通过将“中国的经济影响正面性”减去“美国

经济影响正面性”而获得：①中国经济影响正面性，即“您认为目前中国对本国的经济

状况是产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１＝消极影响，２＝两者都有／皆无，３＝积极影响，

变量均值为２．１６。②美国经济影响正面性，即“您认为目前美国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是

产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１＝消极影响，２＝两者都有／皆无，３＝积极影响，变量均

值为２．１０。

（３）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即“您认为未来哪个国家或群体对本国构成最大威胁”，

１＝中国，０＝其他，有效百分比为１７．６％。

（４）对美国的威胁认知，即“您认为未来哪个国家或群体对本国构成最大威胁”，

１＝美国，０＝其他，有效百分比为１５．１％。

（５）中美两国的好感度比较。该变量通过将“对中国的好感”减去“对美国的好

感”而获得：①对中国的好感，即“您对中国有何看法”，１—５表示从很不喜欢到很喜

欢，变量均值为３．０３。②对美国的好感，即“您对美国有何看法”，１—５表示从很不喜

欢到很喜欢，变量均值为３．２４。

４．微观控制变量：背景变量

除了上述直接作用的变量，模型中同时加入性别、教育、年龄、个体经济收入水平、

经济民族主义态度和政治价值观等背景变量。

（１）性别：１＝男，２＝女，男性有效百分比为４９．８％，女性有效百分比为５０．２％。

（２）年龄：１—８表示从“１８—３０岁”到“９１—９８岁”的 ８个年龄段，变量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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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

（３）教育：各国的教育阶段划分存在差异，编码时进行统一调整，１—７表示从最低

的“小学及以下”到最高级“博士研究生”，变量均值为２．３６。

（４）收入：各国的收入阶段划分存在差异，编码时统一调整，１—１１表示从最低到

最高１１个水平，变量均值为５．８０。

（５）个体自评生活水平：“在代表生活水平的阶梯的顶端代表您所可能拥有的最

好的生活水平；而阶梯的底端代表您所可能拥有的最糟糕的生活水平。您认为自己现

在站在阶梯的哪一步？”１—１１表示从最糟糕的生活水平到最好的生活水平，变量均值

为６．８５。

（６）经济满意度：由四个指标加总而得。①经济发展满意度，即“总的来说，您对

本国的发展方式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１—３表示从不满意到满意，变量均值为 １．７７。

②经济状况满意度：“您认为本国当前经济状况如何”，１—３表示从很差到很好，变量

均值为２．２８。③下一代生活，即“当现在本国的孩子长大后，您认为他们在经济上会

比他们的父母更好还是更糟”，１—３表示从更糟到更好，变量均值为２．０１。④未来高

薪酬工作，即“考虑一下（调查国家）的未来，请告诉我您对高薪工作的可获得性总体

上是乐观还是悲观”，１＝悲观，２＝既不乐观也不悲观，３＝乐观，变量均值为１．９２。上述

四项指标的信度（内在一致性系数α）为０．６６９。

（７）经济民族主义：“您认为外国公司收购本国公司会对本国造成什么影响”，１—

４表示从很糟糕到很好，变量均值为２．２２。

（８）当前政治满意度：“您对本国的民主运作方式是否满意”，１—４表示从一点都

不满意到很满意，变量均值为２．４１。

（９）政治价值观（对西方的竞争型民主制度的偏好）：分别由七个指标相加而得，①

由于题目较长不一一列出，所有题目的量表都进行了重新编码，１—４表示“一点都不

重要”到“很重要”。将七个指标相加而得“政治价值观”，均值为２３．５０。

５．宏观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微观层面变量，本研究还涉及国家层面的宏观变量，包括各国与中美在

经济、政治和安全三方面关系的指标，具体测量方法介绍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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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七个指标分别是：（１）媒体自由，均值为３．３０；（２）言论自由，均值为３．３１；（３）定期选举，均值为３．４８；
（４）网络自由，均值为３．１６；（５）司法公正，均值为３．６５；（６）人权组织，均值为３．２７；（７）反对党，均值为３．２１。上述
七个指标的信度（内在一致性系数）为０．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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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宏观控制变量的名称及测量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测量说明

对中国贸易依存度
受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占该国该年度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取四年

（２０１９年加上此前三年）数值的平均值

对中国投资依存度
中国对受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占该国外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同样取

四年数值的平均值

与中国政治关系

指开展问卷调查当年（２０１９年）受访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类型；这些国
家２０１９年后与中国的关系类型可能发生新变化，这不在本研究的考虑范
围之内；１—５依次代表非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中国领土争端
指开展问卷调查当年（２０１９年）受访国家与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争端状况，
１＝有争端，０＝没有争端

对美国贸易依存度
受访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国该年度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取四年

（２０１９年加上此前三年）数值的平均值

对美国投资依存度
美国对受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占该国外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同样取

四年数值的平均值

与美国同盟关系

同盟关系在本研究中界定为主权国家之间以正式的法律文书为基础，相

互承担安全义务的关系。正式的法律文书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协

议，包括官方换文、国际公约、行政协定以及共同声明等。本文通过参照

美国已签订并具有法律效力的２６份具有盟约性质的条约将受访国家划分
为正式盟国和非盟国两种类型，分别赋值为１和０

与美国领土争端
为开展问卷调查（２０１９年）时与美国的领土和领海的争端状况，１＝有争
端，０＝没有争端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对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依存度数据参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ｉｍｆ．ｏｒｇ／？ｓｋ＝４ｃ５１４ｄ４８－ｂ６ｂａ－４９ｅｄ－８ａｂ９－５２ｂ０ｃ１ａ０１７９ｂ＆ｓＩｄ＝１４０９１５１２４０９７６，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０日；“ＵＮＣｏｍｒａ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ｕｎ．ｏｒｇ／ｄａｔａ／，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０日；“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ｗｄ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
ｅｒｓ．ａｓｐｘ？ｓＣＳ＿ＣｈｏｓｅｎＬａｎｇ＝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０日；“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ｅｂｔ－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ｌｏｗ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４日；“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ｅａ．ｇｏｖ／ｄａｔａ／ｂｙ－ｐｌａｃｅ－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３月
１４日。与中国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３０日。

五　研究结果与讨论

为验证五个研究假设，本文将上述１６个国家的数据合并进行建模检验分析。考

虑到这１６个国家同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紧密度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首先采取

·９４·





多层建模（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方法检验宏观层面的国家间关系变量是否会对微观层

面各变量间系数产生显著影响，从而确定是否将宏观变量纳入模型。

（一）多层模型检验

以模型中仅存在一个微观层面的自变量 Ｘ１ｉｊ和一个宏观层面的自变量 Ｚ１ｊ的情形

为例，本研究的多层模型可以用三个公式表示：

Ｙｉｊ＝β０ｊ＋β１ｊＸ１ｉｊ＋ｅｉｊ 式１

β０ｊ＝ｂ００＋ｂ０１Ｚ１ｊ＋ｕ０ｊ 式２

β１ｊ＝ｂ１０＋ｂ１１Ｚ１ｊ＋ｕ１ｊ 式３

其中，Ｙｉｊ表示第ｊ个国家中第 ｉ个个体在因变量调查问题上的作答，β０ｊ和 β１ｊ分别

为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ｂ０１和 ｂ１１分别表示宏观变量 Ｚ１ｊ对于 β０ｊ和 β１ｊ的影响，ｅｉｊ、ｕ０ｊ和

ｕ１ｊ均为残差项。上述公式显示多层建模将因变量的变异来源分解为个体和国家两个

不同的水平，而且个体水平上微观层面自变量Ｘ１ｉｊ对因变量Ｙｉｊ的影响系数β１ｊ会受到宏

观变量Ｚ１ｊ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检验宏观变量Ｚ１ｊ对于系数β１ｊ的影响程度是否达到显

著水平确定是否有必要将宏观变量纳入模型。具体地说，本文将检验当宏观变量 Ｚ１ｊ
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时，微观层面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β１ｊ将会发生多少单位

的变化以及该变化是否达到显著水平。

如表３所示，总体上各宏观变量的变化对各微观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影响很

小。在所有结果中仅两个宏观变量对两个自变量共三个回归系数有影响，分别是宏

观层面的“（本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和“（本国）对美国投资依存度”对个体层面的

自变量“中美实力比较”与因变量“中美选边倾向”的回归系数以及宏观层面的“（本

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对个体层面的“交互项（权力比较×对中国获益感）”与因变

量“中美选边倾向”的回归系数产生影响。但是，数据显示上述影响相当弱，如“（本

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自变量“中美实力比较”对因变量“中美选

边倾向”的回归系数仅仅相应地增加约０．０１个单位（该系数在所有国家模型中有的

高达３．４２５）。同样，“（本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对个体层面交互项作用系数也较

小，仅为０．００４。事实上，对１６个国家的数据分别进行单独检验的结果表明，“中美

实力比较”这一自变量对于因变量“中美选边倾向”的回归系数在所有 １６个国家中

都达到高度显著（ｐ＜０．００１），只是在效应大小上存在微小的差异。换言之，宏观变量

作用不明显。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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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宏观变量对于个体水平上关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βｊ）的影响

国家水平

宏观变量（Ｚｊ）

个体水平上的关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

中美实力

比较—中美

选边倾向

对中国的

获益感—中美

选边倾向

对美国的

忠诚感—中美

选边倾向

交互项（权力

比较×对中国
的获益感）—

中美选边倾向

交互项（权力

比较×对美国的
忠诚感）—

中美选边倾向

对中国贸易依存度 －０．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０．０２） ０．０１１（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０．０１８）
对中国投资依存度 ０．０２７（０．０７） ０．０１２（０．０１３） ０．０４６（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０２１） ０．０６４（０．０４６）
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０．００８（０．０９１） ０．００１（０．０１７）－０．０１１（０．０８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２０（０．０６８）
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０．１９９（０．２６９） ０．０１０（０．０６５） ０．２１７（０．１１２） ０．０２２（０．０９８） ０．１９４（０．２４８）
对美国贸易依存度 ０．０１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７）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７）
对美国投资依存度 －０．０１６（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８）－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１０（０．００７）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０．３７６（０．２９９） ０．０８１（０．０９２）－０．０７７（０．２２１）０．０７３（０．１１６） ０．２００（０．２０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感谢中山大学２０２０级硕士研究生郑舒方在数据分析和整理中的帮助。
注：“与美国的领土争端”未纳入表中，因为受访的１６个国家同美国均不存在领土争端，即该变

量在全部国家中为０，不会对因变量产生作用。表中数值均为参数估计值，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本研究中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而多层模型对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处理上十

分复杂，其多维数值积分的过程需要大量的积分维度，计算量很大。① 此外，为了考虑

国家宏观变量对于自变量对因变量在微观层面上回归系数的影响，需要同时在多层模

型中纳入随机截距和多个随机斜率的效应。这大大增加了模型的估计难度，可能导致

模型无法成功收敛。考虑到国家水平上的宏观变量对于本研究中关注的自变量对因

变量在微观层面上的影响相当小，下文采用单层模型检验假设１—５。

（二）基础模型分析

为验证假设１—３，本文以受访者“对美国的忠诚感”“对中国的获益感”“对中美

经济实力比较”为自变量，以其“中美选边倾向”为因变量，并依次加入相关控制变量，

建立模型１（见表４）。本文的因变量为分类变量且存在次序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定序

变量，即选择中国或者选择美国是两个极端值，而选择与中美保持同等的经济关系

（对冲策略）是中间值。对于定序变量的分析，可以将其处理定类变量或定距变量：如

果将测量结果简化为三个定类变量，会由于未能体现三个取值之间的次序关系丢失一

些信息；如果将变量处理成定距变量，则会由于测量尺度较窄仅得到三个取值，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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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ｅｎｇｔＭｕｔｈéｎ，“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Ｍｐｌｕｓ：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
ｈｔｔｐｓ：／／ｐｄｆ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ｒｇ／ａ９４１／ｃｂ９９ｅ５２ａ８ｅａｆａｄ７０１ｄ４ｆｂ０３９１３４７２３２７７９ｆ９．ｐｄｆ？＿ｇａ＝２．１３７４１７０１３．４６７０６６８６８．
１５８５２１９７０３－８８４１８２６５５．１５６８５１５５４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日。



够严谨。因此，本研究将其看作定序变量，采取有序逻辑斯蒂（ＯＬＭ）回归模型，并采

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得到９５％置信区间（文中以下用９５％ＣＩ表示）。模型公式如下：

Ｐ（Ｙ＞ｊ）＝
ｅｘｐ（αｊ＋β１ｘ１＋… ＋βｎｘｎ）
１＋ｅｘｐ（αｊ＋β１ｘ１＋… ＋βｎｘｎ）

式４

对于因变量存在三个选项的情况（ｊ＝１，２，３），因变量分别取第一个（选择美国）、

第二个（采取对冲）、第三个（选择中国）个选项的概率为：

Ｐ（Ｙ＝３）＝Ｐ（Ｙ＞２）＝
ｅｘｐ（α２＋β１ｘ１＋… ＋βｎｘｎ）
１＋ｅｘｐ（α２＋β１ｘ１＋… ＋βｎｘｎ）

式５

Ｐ（Ｙ＝２）＝Ｐ（Ｙ＝２）＋Ｐ（Ｙ＝３）－Ｐ（Ｙ＝３）＝Ｐ（Ｙ＞１）－Ｐ（Ｙ＞２）

＝
ｅｘｐ（α２＋β１ｘ１＋… ＋βｎｘｎ）
１＋ｅｘｐ（α２＋β１ｘ１＋… ＋βｎｘｎ）

－
ｅｘｐ（α２＋β１ｘ１＋… ＋βｎｘｎ）
１＋ｅｘｐ（α２＋β１ｘ１＋… ＋βｎｘｎ）

式６

Ｐ（Ｙ＝１）＝１－Ｐ（Ｙ＝２）－Ｐ（Ｙ＝３） 式７

首先，如表４所示，模型１的结果表明对美国忠诚的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更

倾向于选择美国：β＝－０．２９８，ｐ＜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４２２，－０．１７２］。从优势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的角度来说，相比那些对美国没有忠诚感的受访者，忠诚于美国的受访者在中美

选边倾向上选择美国的概率增加了 ２５．８％，因此假设 １得证。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发

现，受访者收入越高、对国家总体经济越满意、越支持西方政治价值观，越有可能对美

国具有忠诚感。① 这意味着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内部的既得利益阶层特别是社会经济

地位较高的阶层往往对美国更具忠诚感：一方面，这些群体收入较高，可以消费更多的

美国产品特别是高端品牌；另一方面，这些群体更加支持美国的政治价值观。

其次，对中国的获益感越强烈的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选择中国的倾向更强：

β＝０．２４５，ｐ＜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２０７，０．２８１］。对中国的获益感每增加１个单位，受访

者选择中国的概率增加２７．７％，因此假设２得证。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发现，该变量与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对国家总体经济满意度有关，但与收入水平和政治价值观

无关。具体而言，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低、对国家总体经济越不满意的男性相较于

其他群体对中国的获益感更高。② 这可能与年龄较小的男性接受新事物比较快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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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将对美国有无忠诚感的两组进行Ｔ－ｔｅｓｔ比较，其中收入、对国家总体经济满意度和政治价值观的ｔ值分
别是ｔ＝－１７．２９，ｐ＜０．００１；ｔ＝－３３．３４８，ｐ＜０．００１；ｔ＝－６．０５４，ｐ＜０．００１。

年龄、教育、性别与对本国经济总体满意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ｒ＝－０．０６７，ｐ＜０．０００１；ｒ＝－０．０７０，ｐ＜
０．０００１；ｒ＝－０．０１７，ｐ＜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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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和对国家经济满意度较低意味着这些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可能具有

更多购买中国产品的经验。

最后，认为中国实力经济实力更强的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更倾向于选择中

国：β＝１．３８６，ｐ＜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１．２７８，１．４９９］。相较于认为美国经济实力更强的受

访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更强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概率增加３００％，因此假设３得证。

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认为中国经济实力更强的受访者中，女性、年轻人以及对当前国

家经济状况不太满意的受访者比例较高，而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政治价值观则没有

明显影响。①

就控制变量而言，受访者对中美经济影响大小比较、中美经济影响正面性比较、中美

两国的威胁认知、两国的好感度比较以及个体本身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和受教育程度，

因变量中美选边倾向存在显著影响（见表４）。中美经济影响大小比较（中国的经济影响

力大小减去美国）每增加１个单位，受访者选择中国或采取对冲的概率增加３７．４％。中美

经济影响正面性比较（中国的经济影响正面性减去美国）每增加１个单位，受访者选择

中国或采取对冲的概率增加３４．６％。对美国的威胁认知每增加１个单位，受访者在中美

取向上的选择中国或采取对冲的概率增加４５．９％；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每增加１个单

位，受访者在中美取向上的选择中国或采取对冲的概率减少３６％。上述发现均与现有

研究相符。另外，中美的好感度比较每向中国增加１个单位，受访者在中美取向上的

选择中国或采取对冲的概率增加１９．５％，这一发现证实了软实力在中美选边倾向中发

挥了明确的作用。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则对中国不利。结果显示民族主义倾向每增

加１个单位，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选择中国或采取对冲的概率减少１４．３％；这意

味着第三国民众中具有经济民族主义倾向的受访者对于中国企业收购本国企业存在

明显的抵触，但这种负面作用对美国却不存在，这可能与该问卷调查阶段出现中国企

业海外投资并购的负面消息有关，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中受访者自评的生活水平、对本国经济总体满意度以及

当前政治的满意度都与其中美选边倾向无关（见表４），而且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等人

口学特征、收入水平甚至政治价值观都对中美选边倾向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上述

变量对第三国的中美选边倾向没有直接作用。结合前述分析，可以判断出上述变量可

能是通过影响受访者对美国的忠诚感和对中国的获益感高低从而对因变量“中美选

边倾向”产生作用。不过，在所有背景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对中美选边倾向产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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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认为中国更强和认为美国更强的两组进行Ｔ－ｔｅｓｔ比较，其中，性别、年龄和对国家总体经济满意度的ｔ
值分别是ｔ＝３．８０７，ｐ＜０．００１；ｔ＝４．５６２，ｐ＜０．００１；ｔ＝５．５９４，ｐ＜０．００１。



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１个级别，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的选择更偏向中国的概

率减少３％，这意味着受教育较低的民众更加倾向于选择中国。

表４　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参数及模型拟合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β ＳＤ β ＳＤ β ＳＤ

因变量

阈值

中美选边倾向＝１．００ ０．８１０ ０．２３５ ０．７６６ ０．２３６ ０．７９５ ０．２３５

中美选边倾向＝２．００ １．６０７ ０．２３６ １．５６３ ０．２３７ １．５９４ ０．２３６

中美经济实力比较 １．３８６ ０．０５６ １．２９５ ０．０７０ １．３４３ ０．０５７

中美经济影响大小比较 ０．２５６ ０．０３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２

中美经济影响正面性比较 ０．２５０ ０．０２４ ０．２５２ ０．０２４ ０．２５０ ０．０２４

对中国的获益感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９ ０．２４４ ０．０１９ ０．２０４ ０．０２４

对美国的忠诚感 －０．２９８ ０．０６３ －０．３９１ ０．０７８ ０．２９６ ０．０６３

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对美国的忠
诚感

— — ０．２３７ ０．１１２ — —

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对中国的获
益感

— — — —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６

美国威胁认知 ０．３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３７８ ０．０７８ ０．３７３ ０．０７８
“中国威胁”认知 －０．４４６ ０．０７６ －０．４５０ ０．０７６ －０．４３９ ０．０７６
对中美的好感度比较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１ ０．０１８
经济民族主义 －０．１５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５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５７ ０．０２７
自身生活水平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对国家总体经济满意度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对当前政治满意度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性别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５
年龄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５
收入水平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政治价值观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模型拟合

伪Ｒ方（Ｃｏｘ＆Ｓｎｅｌｌ） ０．２９８ ０．２９８ ０．２９９
皮尔逊卡方（ｄｆ） １３５７５．９３２（１３４４５） １３６０６．３４０（１３４４４） １３５１６．７９７（１３４４４）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５３３０．９６４ －５３２８．７１６ －５３２６．５９５
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 １０６９９．９２８ １０６９７．４３２ １０６９３．１９０
贝叶斯信息准则（ＢＩＣ） １０８２９．４０６ １０８３３．７２５ １０８２９．４８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ＳＤ是标准差，用以计算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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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节作用分析

为验证假设４，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和“对美国的忠

诚感”的交互项（见表 ４模型 ２），结果显示调节作用显著：β＝０．２３７，ｐ＝０．００２，９５％，

ＣＩ＝［０．０２５，０．４７２］。由于“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和交互项的系数都为正，这表明调节

效应作用为正，即具有扩大效应。相较于对美国没有忠诚感的受访者，对美国具有忠

诚感的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会更大程度上受到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变化的影响，因

此假设４得证。

为了更精确地展示“对美国的忠诚感”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先将受访者分为对美

国有忠诚感和对美国没有忠诚感两组，分别绘制了其对“中美经济实力比较”的不同

判断（美国更强还是中国更强）如何影响他们对因变量“中美选边倾向”三种取值（选

择美国、采取对冲、选择中国）的选择概率。如图２所示，两组受访者在选择美国和选

择中国两种取值中的概率变化趋势差别不大（见左图和右图，两组上升和下降的幅度

非常接近），但是他们在选择采取对冲时，概率变化出现了明显差异。如图２中图所

示，当认为美国更强时，对美国有忠诚感的受访者和对美国没有忠诚感的受访者选采

取对冲的概率分别是１１％和１６％，即此时前者采取对冲概率要低于后者；当认为中国

实力更强时，两组采取对冲的概率则发生逆转，分别为１９％和１６％，即此时对美国有

忠诚感的受访者采取对冲的概率反而高于对美国没有忠诚感的受访者。对美国没有

忠诚感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更强时采取对冲的比例同认为美国更强时相比上升了８％，

而对美国没有忠诚感的受访者无论是认为中国更强还是美国更强采取对冲的比例都

不会发生变化。换言之，当对美国有忠诚感的受访者感知到中国实力上升时，会更积

极和明显地放弃选择美国而采取对冲。

上述分析同时说明“对美国的忠诚感”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采取对冲上。这种

情况比较符合当前中美权力变化的现实，中国对美国的赶超还远达不到超过美国的程

度，因此，权力变化虽然能更明显地促使对美国具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民众采取对冲，但

未能让其选择中国。不过，这一趋势意味着原本对美国具有忠诚感的群体的态度变化

很可能更为迅速，未来反而可能成为支持中国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层面，这方面的典

型案例是英国以及德国、法国等欧盟主导国家。相较于其他美国欧洲盟国，它们与美

国在经济关系上更紧密而且政治价值观更接近，对美国的忠诚感应该更高。但这些国

家在中国所倡导的亚投行以及华为５Ｇ建设中表现出明显的骑墙或对冲心理。在所

有欧洲国家中，英国顶住美国的压力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法国和德国紧随其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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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对美国的忠诚感与中美经济实力比较的交互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提出加入。① 华为５Ｇ技术是中国领先美国的民用技术领域之一，

英国、法国和德国最初均选择积极接纳华为５Ｇ技术。英国在２０２０年前堪称与华为

合作得最好的发达国家。自２０１８年起美国就开始向英国施压要求其禁用华为５Ｇ技

术，但英国政府直到２０２０年４月才改变立场。② 法国和德国面对美国的压力在使用华

为５Ｇ技术上也一直表现非常骑墙，倾向于部分使用相关技术。换言之，如果不是美

国强力施压，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国应该是最积极接纳华为５Ｇ技术的发达国家。

为验证假设５，本文在表４中模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和“对中

国的获益感”的交互项（见表 ４模型 ３），结果交互项系数显著，表明存在调节作用：

β＝０．１０５，ｐ＝０．００２，９５％，ＣＩ＝［０．０３３，０．１７８］。由于“中美经济实力比较”的系数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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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交互项的系数也为正，这表明调节作用具有扩大效应。相比“对中国的获益感”较

低的受访者，获益感较高的受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会更容易受到中美经济实力变化

或者说中国实力上升这一因素的促进作用。具体地说，认为中国权力更强则倾向于在

中美之间选择中国这一机制在对中国的获益感较高的受访者中比对中国的获益感较

低的受访者更加显著，因此假设５得证。

为准确地呈现获益感的调节作用，本文分别考察了获益感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

水平的受访者，绘制他们对中美选边倾向如何受到“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变化的影响

的示意图（如图３）。① 图３呈现中美实力比较变化的情况下，三组受访者做出选择美

国、采取对冲和选择中国三种决策的概率变化趋势。就选择美国而言，三组的变化趋

势差异不大，但对于采取对冲和选择中国这两种决策，三组的变化幅度却出现明显差

异。就采取对冲而言，如图３左图所示，低中高三个水平的受访者在认为美国更强时，

采取对冲的概率分别是１０％、１５％和１８％；当认为中国更强时，三组受访者采取对冲的

概率发生了逆转，变为１９％、１９％和１５％。这说明在中国实力上升的情况下，获益感较

低和中等的受访者采取对冲的概率分别上升９％和４％，而获益感较高的受访者反而

下降３％，即倾向于放弃对冲。就选择中国的概率而言，如图３中右图所示，低中高三

个水平受访者认为美国更强时，选择中国的概率分别是１１％、１７％和２７％；当认为中国

更强时，三组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概率则大幅增长为３５％、５０％和６５％。也就是说，当认

为中国更强时，获益感较低、中等和较高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概率分别上升２４％、３３％

和３８％。很明显，三组受访者受中国实力增强的影响而倾向于选择中国的概率随着

获益感水平的上升依次上升。

上述分析说明，如果未来中美权力发生进一步变化，对中国获益感较高的第三国

民众将会更明显地放弃对冲并积极地站队中国。事实上，这种作用机制可以从中东国

家沙特和以色列对华态度的差异中窥见一斑。两国均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色列追随

美国不使用华为５Ｇ技术而沙特则坚持使用该技术。对沙特而言，除地缘政治以及军

事安全考量外，其选择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从对华石油贸易和中国投资中获得大

量经济利益，对中国具有较高的获益感。自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沙特最大的贸易

伙伴和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２０２０年中沙双边贸易额为６７１．３亿美元，其中沙特对中

国的出口总额为３９０．３亿美元，含８４９２万桶石油，价值约２８０亿美元，远高于其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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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中国的获益感的低中高三个水平分别对应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Ｍ－ＳＤ）、均值（Ｍ）以及均值减去一个
标准差（Ｍ＋ＳＤ）。



图３　对中国的获益感和中美经济实力比较的交互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大出口国日本的１６０亿美元；①而沙特从中国进口２８１亿美元，②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大

量顺差。此外，中国在能源方面与沙特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合作：２０１２年，中国石化集

团与沙特阿美公司签署了建合资炼油厂的协议。２０１５年两国签订《中国和沙特石油

技术合作协议》。相较于沙特，以色列对华贸易依存度较低。２０２０年中以双边贸易额

仅为１７５．４亿美元，③且贸易逆差明显，对华出口额远低于对华进口额。另外，华为产

品（手机）在沙特的市场占有率在２０２１年９月已经达到１６．５８％，而同期在以色列的市

场占有率仅为２．１９％。④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经济影响在产品层次获得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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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
６７６８６０／ｓｂｇｘ＿６７６８６４／，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
６７７１９６／ｓｂｇｘ＿６７７２０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销售数据来自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Ｓｔａ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ｔｓ的手机销量统计，参见ｈｔｔｐｓ：／／ｇｓ．ｓｔａｔ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ｏｍ／ｖｅｎｄ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ｍｏｂｉｌｅ，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沙特普通消费者的认可，在以色列获得的认可则相对较少。因此，对中国的获益感更

高的沙特更倾向于顶住美国的压力选用华为５Ｇ技术。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对美国忠诚感的调节作用是本文中看起来最违背常识的发现，为验证相关

结果，本研究通过改变变量“对美国的忠诚感”的测量方式以进一步确定结果的稳健

性。新的测量尺度包括是否认可美国的价值观、是否认可当前本国与美国的关系以

及是否积极看待两国关系的未来三个维度。研究结果发现新测量方式所得出的结

果与原有结果一致。对美国有忠诚感的受访者相较于没有忠诚感的受访者，在中美

之间更倾向于选择美国的概率上升了３５．１％（β＝－０．４３２，ｐ＜０．００１）。另外，在假设４

调节作用的检验中，“中美经济实力比较”和“对美国的忠诚感”的交互作用同样达

到显著（β＝０．４７３，ｐ＝０．０４８）。调节效应方向为正，同样表明对美国没有忠诚感的受

访者在中美选边倾向上会更明显地受权力变化影响，变得更有可能选择中国或采取

对冲。

六　结论

第三国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乃至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

因素。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崛起国实力上升，其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改革诉

求并与主导国利益产生冲突。① 对国际秩序转型的既有研究侧重讨论中国是否有意

愿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能力改革国际秩序，却忽视了第三国也是决定对中美战略竞争

走向的重要力量。② 第三国的选边倾向将深刻地影响中美在调整国际秩序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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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中国快速发展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

向》，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３２页；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载
《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４—２９页；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第１８７—２０８页；刘丰：《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第３２—５５页。

对于中国是否具有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中外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修

正主义国家”，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参见 ＪｅｓｓｉｃａＣｈｅｎＷｅｉｓｓａｎｄＪｅｒｅｍｙＬ．Ｗａｌｌａｃ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５，Ｎｏ．２，２０２１，
ｐｐ．６３５－６６４；Ｊｏｈｎ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ｒｍ：Ｃｈｉｎａ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ＵＳＰｏｗｅｒｉｎＡｓｉａ，”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Ｎｏ．４，２０１０，ｐｐ．３８１－３９６。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只谋求
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局部改革，参见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Ｉａ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Ｏｒｄｅｒ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４，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６－２０；Ｚｈａｏ
ＳｕｉＳｈｅｎｇ，“Ａ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ＷｏｒｌｄＷａｒⅡ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３，２０１８，ｐｐ．６４３－６５８。中国学者大多持第二种观点，囿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



与能力，是因为国际秩序本身建立在稳定的权力等级结构上，①处于权力中低层次的

第三国对处于顶层的主导国的态度决定了现有国际秩序是否稳定，而其对崛起国的态

度影响着崛起国能否顺利实现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调整，因而对第三国的争夺是决定主

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竞争走向的关键因素。

由于经济关系在当前中美权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地位，本文侧重探讨哪些因素促使

第三国倾向于同中国或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本研究通过引入经济学“先入

者—后入者”市场竞争模型以及消费者对两者的选择偏好的理论视角，并通过对 １６

个国家共１８４４３名受访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三点发现。

第一，除了“中美经济实力比较”（权力）、“中美经济影响大小以及正面性比较”

（利益）和“对中美的威胁认知”这三个安全领域同样存在的影响因素外，第三国民众

对先入者美国的忠诚感和对后入者中国的获益感是影响其在中美经济之间选边站队

的关键因素。与抽象的安全相比，经济联系给民众带来清晰的产品使用体验和情绪，

因此情绪上的忠诚感和使用中的满足体验成为重要影响因素。虽然既有文献认为是

否认同西方政治价值观对于第三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对中美选边倾向具有明确影响，

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并不会直接作用于经济领域的选边倾向，而是通过影响对美

国的忠诚感等其他变量间接作用于选边倾向，这可能是因为第三国民众在经济站队时

主要考虑利益而非价值观。

第二，权力仍然是影响选边的基础性因素。中美实力的变化会对第三国民众的态

度产生显著影响，其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就越可能选择中国。上述权力作用机制

会受到对美国的忠诚感和对中国的获益感的调节作用，即当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原来

对美国具有忠诚感的民众反而比没有忠诚感的民众更有可能放弃选择美国转而采取

对冲，对中国的获益感较高的民众则会更积极地选择中国。当然，中美经济实力变化

仅仅是改变第三国民众选边倾向的一个因素，个体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某一

个因素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人的选择行为即刻发生改变。但即便不是立刻改变，本文的

研究结果发现在中美经济实力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美国具有忠诚感和对中国具有获

益感的人群发生态度改变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当前有关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竞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

第三方视角。既有研究侧重于从中美权力变化以及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理解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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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第 ４—
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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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①本文通过展现中美两国与第三国的经

济联系如何影响其民众对中美的选边倾向，从而影响其政府在中美之间可能的外交

策略选择，从第三方的角度探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②同时从社会路径的角度

补充了社会对中美权力变化的认知及反应这一解释国际经济秩序变化所不可或缺的

环节。

第三，在中美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上述研究结果对中国争取更多第三

国支持具有三点启示：首先，应该通过发展双赢经济关系增进第三国对中国的获益

感，赢得更多民众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接受和认可。其次，在中美经济实力

发生变化的态势下，那些对美国具有忠诚感的国家和民众反而可能发生迅速转变态

度，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立场，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影响

力，让更多的民众感受到中国上升的经济实力。最后，政治价值观对经济领域中美

选边倾向的作用并不直接，远不如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明显。因此，应避免以政治

意识形态分割阵营，错失潜在的支持者。当然，这也提示着还需要进一步细分对美

国具有忠诚感和对中国具有获益感的民众，精确地探讨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是未来

的研究方向。

（截稿：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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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认为，中美权力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权力格局的改变是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根本。有些对维持

现有秩序相对悲观，参见 Ｊｏｈｎ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ＢｏｕｎｄｔｏＦａｉｌ：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
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４，２０１９，ｐｐ．７－５０；ＴｈｏｍａｓＪ．Ｗ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ｒｔｏｆＷａ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ｗｅｒ，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ｉｘ。
有些相对乐观，参见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４，
Ｉｓｓｕｅ１，２０１８，ｐｐ．７－２３；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ｆｔ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２７１－２８５。有些则比较中立，参见ＮａｎａＤｅＧｒａａｆｆ，Ｔｏｂｉａｓ
ｔｅｎＢｒｉｎｋａｎｄＩｎｄｅｒｊｅｅｔＰａｒｍａｒ，“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ｅｉｎａＬｉｂｅ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ｕｍ，”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１９１－２０７。还有学者从美国政府“逆全球化”政
策对该秩序的影响进行讨论，参见李巍、张玉环：《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与中国的选择———２０１８年中国经济外交
报告》，载《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第３—３５页；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
响》，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１０—１２２页；陈琪、柳耀：《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
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载《当代亚太》，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６９—９６页；徐进：《中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
的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２１—３７页。

既有研究中也有少量从第三方的角度讨论中美经济竞争的文献，参见孙学峰、张希坤：《美国盟国华为

５Ｇ政策的政治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１０—１３７页。


